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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在提案中指出，应
将大数据处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可见，大数据已
日益成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话题，然而，对于大数据
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人们尚未有充分认识。 通常人们
的关注点只停留在以下两点上：（1） 国家是否会有相
应的法律来规范数据收集、管理、使用、买卖等行为，
从而保护个人和公司的利益；（2） 政府是否会增强透
明度，与公众分享经济社会各方面数据，确保公众监
督，并为商业与学界的数据研究提供便利。 然而，大数
据与政治的关系远不止于此。 事实上，在未来十到二
十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围绕海量数据、数据分析和
数据挖掘而产生的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巨大变革。 然
而，这种变革的延续性和差异性只有在与以往的对比
中才能摸清。 笔者将借助福柯的思路，来对这种变革
的特点和风险，特别是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大数据与新的政治进程
（一）国家是大数据的最终使用者
当前人们所提到的大数据具有以下特点：（1）数

据量大，因而在分析数据时要有更先进的技术；（2）数
据具有时效性，因而要求处理速度必须加快；（3）数据
种类和内容异常丰富；（4） 海量数据所蕴含的信息隐
秘性强，密度低，但商业价值巨大。 出于这四个特点，
人们普遍把大数据与市场营销、 行业发展等联系起
来。 但是实际上，国家有完善治理、加强统治，尽可能
地把权力扩展到一切方面的倾向和需要，因而也许是
对大数据最感兴趣的行为体。 这种权力不再用暴力或
强制手段得到想要的结果， 而是更多地依靠分析、计
算和配置和调节过程。

（二）大数据创造了新的权力客体
在福柯看来，与古典时代不同的是，现代统治技

术不仅关注人的肉体，而且更关注灵魂和思想，从而
调整人们的“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 [1]155

进而控制人们的态度、姿态或运动。 这种控制不再像
古典时代那样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控制，而是零碎
的，更细节化的，微分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权力在
所有机构和职能得到利用，进而涵盖了整个社会。

福 柯 与 大 数 据 时 代 的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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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对于与大数据、数据挖掘相关的政治问题的关注不应仅停留在隐私权的保护、商业规范的制订等方面。 通过比
较福柯所论述的规训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异同，可以发现大数据创造了以抽象的深层次身心机制为特征的新权力客体。统治者能
够借助非系统化的海量信息对社会各个职能领域进行细节化的监控和管理。这种统治模式虽然可能造成民主危机和责任危机，却
也蕴含着向有利方向变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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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vacy protections and the coding of business regulation are not only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big data.
Compared with the discipline period described by Foucault, the big data period shows its uniqueness. Big data invents an abstract pro -
found mental and corporal mechanism as the new object of power. Due to the unsystematic big data, the governor is able to observe and
govern the whole society in a more detailed way. For China, this new mode may cause democracy crisis and obligation crisis. But it also
makes positive change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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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大数据时代的权力客体又有着怎样的特
点？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沃尔玛超市发现啤酒的销量
与尿布的销量成正比。 分析发现，这是因为在新生儿
较多的时期，妻子通常会让丈夫去买纸尿布，而丈夫
则在买纸尿布的同时顺便买一些啤酒。 于是，沃尔玛
大胆地将纸尿布货架和啤酒货架放在一起，结果大幅
提升了啤酒的销量。 这个商业上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
大数据时代与当下的规训时代的对应物。 与现代规训
进程一样，大数据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权力客体。 随
着市场营销、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扩展和
深化，大数据时代的权力客体已不仅仅停留在规训时
代那种可描述、可直接观察心灵、精神、感情、偏好等
方面，而是伸展到了更深的层面，关注人们的情感机
制、偏好机制、态度机制，等等，以及它们之间无比微
妙和相互影响，关注那些难以直接用日常语言和政治
语言描述的体验。 权力的客体正是受到这些机制影
响、有着各种各样体验的人，而不再是肉体的人，甚至
也不再简单地是有着各种明确判断和情感的人。 如果
用统计学的话语来比喻的话，可以说，人们不再仅关
注罗列的变量的显著性，而要关注更深层次的公因子
的解释度了。
尽管这些信息更具抽象性，但实际上，这些信息

可能遍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各个环节中。 正如电子商
务行业能够通过分析销售量、人口统计学信息、过往
浏览记录来分析消费者的兴趣和偏好一样，统治者同
样可以用数据来了解、监控和影响国民的各方面心理
和观念。 权力的支点不再是像宏观政策、国家战略一
类的东西，而是各种细分的数据信息。 这些数据是如
此琐碎分散，但却可能包含着整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
秘密。

（三）大数据实现了新的控制目标
对福柯来说， 规训时代对肉体的控制有两个特

点：首先，规训技术强调对时间的使用，“似乎每一片
刻的时间都是用之不竭的……逼近一个使人保持最
高速率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 [1]174这与其说是在使

用肉体，不如说是在“榨取”肉体。 为了实现这种“榨
取”，管理者借助归档、介入和调整，力图发展一种“人
口的生命政治”。 [2]103其次，规训技术设计了肉体与肉
体所操纵的对象之间的 “细致的啮合”，[2]173将肉体与

工具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 分析它们之间的协调
性———不论是士兵与武器、工人与工具、学生与课桌，
还是犯人与监狱无疑属于被关注的范畴。
与此相仿的是， 大数据的使用者也许同样关注

“榨取”和人与对象的互动。 但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差异
也是显著的。

1. “榨取”不再仅在生产领域发生。企业分析商业
信息， 更可能是为了研究人们的品味和消费倾向，从
而“榨取”人们的消费能力。 而这些倾向是消费者自己
都没有意识到的， 商家比消费者自己更了解消费者。
同样，统治者借助数据，可以了解各阶级、阶层、群体

的价值取向，进行相应的控制，或是投其所好，从而
“榨取”政治支持和信任。

2. 肉体与工具的联结在大数据时代会以更微妙
的形式体现出来。 这种现象在哲学上的对应物，也许
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和庞蒂对生存体验的细致研究；
在商业上的对象物，可以以网站设计者对用户体验的
关注为例， 而这种关注正是建立在对用户点击习惯、
页面停留时间等数据的收集上的。 而在人文科学方
面、尤其是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近几十年来，人们无
论是通过概念分析还是统计建模， 都取得了大量成
果。 如何使他人接受原本不熟悉的理念，如何设定说
服或强制的程度，从而使人们参与一个组织并为其奉
献，什么样的宣传手段具有传播力……对于这些问题
的研究， 带来的是广泛的数据收集需求和实际行为。
不断被批判的行为主义在大数据和艰深的数据挖掘

技术的影响下，可以重获生命力，进而得到统治者的
青睐。

（四）大数据造就了新的控制方法
那么，以上控制目标又是通过哪些安排来实现的

呢？ 在福柯看来，规训时代有着与古典时代不同的空
间分配技术。 [1]160-165 （1）纪律如果要发挥就作用，就必
须要先隔离出一个封闭的空间———教室、车间、军营、
医院等均属此列；（2）必须精细地划分这些空间，从而
给每个人规定一个位置；（3）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等级，
处于一个等级网络中；（4）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空间
的分配不仅仅是压制的、监督性的、消极的，而必须是
有益的、生产性的、积极的，从而促进个人生产潜力的
优化和发挥以及工业化生产的展开。 那么，在大数据
时代，控制方法在政治领域的创新又可能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常提到的空间，已不再是福柯所说的
物理空间，而是虚拟空间或网络空间，这为封闭空间
的创造提供了条件。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一个未来受
雇于政府的舆情监测者借助于数据和软件，分析每个
网民的价值观、影响力和危险程度，从而向他发送监
测者希望他看到，并确实能对他产生影响的信息。

2. 正如福柯所说，在古典时代，被个体化是一种
权力， 只有帝王将相才有显示其与众不同之处的权
力；而在规训时代，被检查、被定位、被分配却代表权
力的下降。 在大数据时代，这种下降会更为明显，每个
人都被各种指标加以衡量和分级， 并被贴上危险分
子、潜在危险分子、安分守己者这样的标签。

3. 更重要的是，对统治者来说，这种监视和控制
的目的，远远不是消除危险，而是调动潜藏在人们肉
体、情感、信仰和欲望之间的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社会
有序发展，达到经济调控的目标，并且强化意识形态
的号召力。
总之，与规训时代“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

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1]172相对应的是，在大
数据时代，身体成为了庞大的数据库，并且已经被各
种统计模型嵌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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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数据时代政治的隐忧
在上文中，我们分析了大数据政治可能具有的特

点：它是生产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它控制的不是肉体
的人，而是具备各种抽象的身心机制、被“建模”了的
人；它不再是宏观的、整体性的，而是零碎的、细节化
的、同时也是弥散性的。 那么这种可能的政治形态会
带来哪些令人担忧的变化呢？

（一）信息的隐秘性造成无限制的焦虑
在由边沁所论述、由福柯所分析的全景敞视主义

中，犯人有时被监视，有时则没有，而这种监视的暂时
缺席并没有影响监视的效力。 这是因为，犯人并不知
道自己何时被监视。 正是这种监视的不确定性使得管
理者“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
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 [2]227这种不确定性

在大数据时代找到了更高级的对应物。 当前，人们主
要关心自己的姓名、收入、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是否
会被非法传播和利用。 但真实的情况远不止如此，完
全合法的信息本身就有无限利用价值。 麦当劳曾经购
买过一个地区的用电量数据，用来推断该地区的居住
情况，并最终用来决定店内需要几个送餐员。 一般人
也许很少会想到用电量与送餐员数量之间的相关性，
而这种隐秘的相关性正是数据挖掘的核心。 只要人们
活在当代社会中，就不可避免地会留下痕迹、留下数
据：坐公交车刷卡，就为分析客流量提供了数据；在大
街上行走，脸部图像就会被为编写人脸识破程序而架
设的相机捕获……所有这些数据收集和分析行为都
是合法的，但问题在于，自己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数据，
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哪些信息是他人需要的，不知道别
人能从自己的信息中分析出哪些结论或者哪些领域

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的使用者不仅是商业
机构，而且可能是国家机构，后者能够借助我身上那
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推断出关于我一些重要的、有价
值的事实。 权力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见性反而使我
感到了权力的强大。

（二）大数据政治可能造成民主危机和无责任的
风险
在福柯看来， 全景敞视主义在加强控制的同时，

也能促进民主，防止产生暴政。 这是因为，除了管理者
以外，任何人都有权力来巡视或参观学校、工厂、医院
等设施。 控制机制“成了一个透明建筑，里面的权力运
作可以受到全社会的监视”。 [1]233

然而，全景敞视主义的大数据版本却可能比这黑
暗得多。 与古典时代不同，在规训时代，管理（包括司
法、行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成了某种不光彩的、需
要在掩盖中进行的活动，因而需要委托给专门的人来
进行。 而在大数据时代，专业人员进而将这种活动将
输入到计算机，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1. 尽管模型的建构和预测工作是由计算机完成
的，但是，设计算法、进行建模必须体现哪些价值观，
必须考虑哪个群体的利益，这些都是由人决定的。 如

果无法合理地选择价值取向，无法选择由谁来设计算
法，就会损害民主机制。

2. 在福柯看来， 全景敞式机制的民主性在于，它
不但是可监督的，而且是可理解的，民众一眼就可以
看出它是否合理。 但在大数据时代、承载、实现各种价
值理念的很可能是各种复杂和专业的算法、 模型，普
通人无法理解，更难以对其进行检查和监督，只能把
它们交给专业人员处理，而专业人员就此获得了更大
权力。

3. 即使模型的选择和建立完全符合民主程序和
人们的价值取向，模型计算或预测的结果也是人们无
法预料的。 因此，如果把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的结
论当成决策参考，就会产生风险，而风险可能变成最
终的损害。 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所指出的，这种风险完
全是人为的，而相关人员的责任分担就成了问题———
人们完全可以声称全部责任由计算机承担。 在此，只
要思考一个可能的情况就够了：假设政府决定由一套
复杂的统计模型来分析每人的各项数据，并且决定每
人所获得的医疗补助的数额，并且，包括你在内的大
多数人都赞成使用这一模型。 但是，如果由模型计算
出的数额相当少， 完全不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甚至有许多人都遭遇了类似情况，那么，由谁来承担
责任？ 人们是否有申诉的权利？

（三）大数据加强了宣传手段的针对性
商业机构广泛收集与人们在网络上浏览和互动

相关的信息，进而实现广告的有效投放。 而同样的方
法也能帮助政府达到宣传目的。 用福柯的话来说：“中
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
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
一个所有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 ” [2]197现在，每个人
打开一个新闻网站，看到的都是相同的内容。 但我们
完全可以想像，在未来，同一个热点事件，可以从多种
角度、按照不同手法叙述、评论，被写入不同的文章，
而舆情分析者可以借助每个人的言论情况，透析其思
维方式和参与程度，并最终将不同的新闻投放给不同
的人。
三、大数据时代政治的契机
在看到隐忧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大数据中看到政

治变革的可能性。
（一）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宣传工作有望在保护新闻

开放的前提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当前，中国处在一种“大维稳”的格局中，在制订、

实施政策及发布相关信息的过程中，时常把确保社会
稳定当成了最重要的方面，牺牲了发展利益。 而这种
“大维稳”思维反映在宣传工作上，就是一种“风声鹤
唳、草木皆兵”的状况：尽最监管者可以阻断影响社会
安定的信息的传播，利用删贴、警告等方式控制舆论，
但这不但经常被认为是政府透明度不高、损害媒体自
由的表现，而且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浪费在了可能原
本不需要关注的事情上。 然而大数据也许可以帮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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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权存在的合理性的论证一直是权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
也是人权作为一种应然状态的权利在理论上的必然诉求。 古往今来，很
多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精彩的见解。 20 世纪以来，随着自然法理
论的衰落与政治哲学研究的式微，对于人权论证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低
潮。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法学家米尔恩的人权论证理论就显得具有了特
殊的意义。 他在吸收西方传统权利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颖的

理者破解这种局面。 每个用户在摄
取信息方面都有独特的兴趣和习

惯，如果与这些相关的数据能够被
合法地收集并利用的话，计算机将
有望自动分析各种信息传播、产生
影响的轨迹，使管理者在关注重要
趋势， 适当参与和施加影响的同
时，不需要再去理会那些原本无需
在意的情况，从而实现引导舆论和
舆论多元化之间更好的平衡。

（二） 大数据有望在促进行为
体能力提升的同时， 优化权力结
构，加强治理国家的能力
长久以来，统治者对于发展的

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承认发展本身
的价值，追求发展所带给他们的合
法性，同时又对发展所带来的不确
定性和能力削弱作用耿耿于怀。 然
而，正如规训行为发现和挖掘了人
们各方面的生产能力一样，大数据
能够提高经济和政治运作的效率

和协调性，并且对大数据的利用正
是权力实现自己、 加强自己的方
式。 管理者无须再为了维护权力而
限制发展，无须再为释放发展潜力
而削弱自身。
四、结论
在上文中，我们将未来的大数

据时代与福柯笔下的规训时代进

行对比，并且指出，大数据时代的
政治使信息和统计模型渗透进人

们的肉体，使统治者能够利用零碎
的、看似毫无关联的海量信息对人
们进行细节化的、延伸至社会所有
领域的管理，从而创造出新的权力
客体，并运用新的控制手段实现更
深层次的控制目的。 这种新的统治
模式既有造成民主危机和无责任

风险的隐患，又包含着转变宣传引
导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契机。 实
际上，大数据的合理利用，不仅需
要技术的进步，更有赖于人们各方
面素质的提高，以及政治意识的增
强。 大数据政治理应成为政治学和
计算机领域共同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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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恩的人权论证范式与
西方权利理论传统

杨 鑫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西方传统的人权论证理论主要是遵循着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法理论传
统，在这种论证范式下，人的权利与世界的终极性存在有着必然的联系，从而具备了
超越性的价值。虽然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在西方思想史上时有变化，但是其由超越性
的存在而确定应然的秩序进而确定的人的权利存在的合理性内容则基本没有变化。
米尔恩所提出的人权论证范式则对此做出了较大的修正。 他通过消解传统理论中作
为类的人的概念以及在规范研究中加入一定的实证因素而弱化了权利的超越性价

值。 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也为人权论证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 米尔恩； 人权； 论证范式； 自然法； 超越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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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ne’s Human Rights Demonstration Paradigm
and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Rights Theory

YANG X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estern traditional theory of human rights mainly has followed the natu-
ral law theory since the ancient Greek tradition. In the canonical form of this argument,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intimacy of existence of the world are associated, which has the
value of the transcendence. Although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theory in the western
history changes from time to time, yet it’s determined by the existence of transcendence
and ought to be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person’s right to existence of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ntent is basic did not change. Milne’s argument on human rights paradigm would
have made a large correction. He by dispelling traditional theory as a class concept adds
some positive factors in normative research and weaken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right
value. Such an approach to human rights demonstration mode provides a new possibility.

Key words: Milne; human rights; reasoning paradigm; nature law; transcend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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